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的演进分析——基于浙江省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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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信息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中国出台大量创新政策促进信息经济发展。浙江处于国内信息经济领域前列，选取浙江2001—2016年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文本，基于政策演化理论，通过文本量化分析，从政策主体、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3个维度分析其演进特点。研究发现：浙江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主体主要围绕几个核心部门，合作广度不断增加，合作强度有待加强；两化融合的政策目标受到重视，对信息基础设施的政策目标关注不够；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趋于均衡，金融政策工具所占比例稍显落后。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信息经济；创新政策；演进原因；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123；G250.252；G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Analysis on 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Policy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Economy: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Zhejiang Province
Du Weijin1, Zhang Jie2, Song Yuan3, Yang Wei4
(1. Management School,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Humanities and Law School,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China;

3. Chengde Petroleum College, Chengde 067000, China;

4. Management School,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Information economy has become a new poi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has int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innovation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Zhejiang province i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economy. This paper selects the innovation policy texts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economy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01 to 2016,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licy evolution, analyzes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polici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of policy subject, policy objective and policy tool respectively.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main body of innovation policy in the field of information economy in Zhejiang Province mainly revolves around several core departments, the breadth of cooperation is increasing, and the intensity of cooperation needs to be strengthened; the use of all kinds of policy instruments tends to be balanc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financial policy instruments is slightly backward. On the basis of this research,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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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息经济概念及研究背景
信息经济是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而言的新经济形态。当今世界信息经济在经济体系中处于重要位置，关于信息经济的研究日益广泛，但目前理论界对信息经济的内涵与范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界定。国外学者马克卢普[1]认为信息经济包括教育、科学研究与开发、通信媒介、信息设施及信息活动等方面；霍肯[2]认为信息经济是依赖知识和信息来生产商品的经济。国内学者彭征波等[3]认为信息经济是以信息为关键资源、以信息网络为依托，通过信息通信技术与其他领域紧密融合形成的，以信息产业、融合性新兴产业以及信息化应用对传统产业提升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经济；王伟玲等[4]将信息经济归纳为传统信息产业、云计算、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信息化、智慧城市等方面。结合上述学者对信息经济的定义，本文认为信息经济是以信息资源为基础，以信息技术为手段，通过提供信息产品、信息服务以及促进信息消费、流通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种经济形态，该领域应包括传统信息产业，以及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两化融合、电子商务等新兴信息产业。

随着近几年信息经济的席卷，信息经济逐渐成为各国发展战略中的竞争制高点，而中国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信息经济发展才刚刚起步，因此急需国家出台相关创新政策来引导企业及相关主体进行科技创新活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个国家意识的表达，深入研究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的演进可以剖析出信息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和障碍因素。浙江省作为中国信息经济的领头羊，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电商交易平台企业、世界最大的电商交易数据库，因此研究该省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的演进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本文通过梳理浙江省在不同时期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的政策主体、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变化过程，探寻信息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为中国其他区域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目前关于创新政策演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创新政策的演进理论分析，如金雪军等[5]基于演化范式的技术创新政策理论，从有限理性出发，强调政策制定者的学习过程，并提出了技术创新政策、技术以及产业结构的协同演化；范柏乃等[6]通过构建自主创新政策的一般演进框架，将浙江省自主创新政策的演进阶段分为单项推进阶段、组合发展阶段和体系构建阶段。第二，基于国家或区域层面的创新政策演进研究，如刘凤朝等[7]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从创新政策的效力和类别两个维度分析了1980—2005年间中国创新政策的演进路径；程华等[8]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从供给政策、环境政策、需求政策3个视角探讨中国技术创新政策的演变；王霞等[9]基于内容分析法，从资源使用方式和政策功能这两个维度分析了上海市科技政策的特点和演进趋势；刘云等[10]基于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系统回顾和分析了不同阶段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国际化政策的演进特征。第三，不同国家或区域创新政策演进的差异描述，如苏敬勤等[11]利用内容分析法对中国国家和大连市的科技创新政策构成对比进行了分析；李凡等[12]基于目标、工具和执行，定量比较了中印技术创新政策在各分阶段和全阶段的演进差异。综上，现有关于创新政策演进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研究大多基于国家层面，对某一领域的研究较少，信息经济领域属于新兴领域，对该领域创新政策的研究还很匮乏；第二，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对演进现象的描述，很少对演进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挖掘。本文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以浙江省2001—2016年12月间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为分析样本，梳理了2001—2005年、2006—2010年、2011—2016年3段时间内创新政策演变情况，从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政策工具3个维度全面分析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的演进特点，并尝试透析其演进现象背后的原因，为浙江省信息经济的健康发展提出建议。

2  研究框架构建

演化思想最早是由Veblen、Marshall和Schumpeter等提出的，之后经过Nelson、Winter等人的不断研究得以发展[13]。这种动态演变过程以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变异、选择和遗传作为基础，演化理论同样适用于信息经济领域的创新政策，即随着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变化，有些政策截止到某一时间点又重新进行修订或者废止，从而新的政策开始试用。深入剖析不同时期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政策目标的演进，以及政策工具的使用和变更情况，可以从侧面反映政策在制定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目前关于创新政策的演进研究，已由之前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的两维框架发展为现在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主体的三维框架，即政策主体运用一系列的政策工具，使得有关问题在未来能够得到解决。

关于政策目标维度，Ergas[14]基于政策目标提出了任务-扩散二分法对技术创新政策进行划分；Flanagan等[15]将政策目标分为满足企业R&D需求、支持研发机构、加强合作、对研发的产品提供市场、提供技术知识5个方面；彭纪生等[16]将政策目标分为知识产权保护、外资引进、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科技成果转化、创新这6个方面。

关于政策工具维度，根据活动的方式，仲为国等[17]补著录文献。如果是图书类型的文献，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把中国的创新政策措施分为金融外汇、财政税收、其他经济措施、行政措施、人事措施这五类；赵筱媛等[18]结合科技活动特点和科技政策作用领域，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战略层、综合层和基本层3个层面；李世超等[19]认为政府运用政策工具不是单一的，而是一组从依靠市场力量到政策强力介入的政策工具谱线，视政策干预程度的强弱，政策工具大致分为强制性、混合性和自愿性三大类；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Rothwell等[20]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环境型、需求型3种类型。

关于政策主体维度，DeLeon等[21]对政策执行内涵、执行方式和执行效果等进行了研究；Freitas等[22]提出政策执行机构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Schneider等[23]认为政策执行机构即为负责政策执行和管理的组织。在本研究中，本文认为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的主体即负责政策执行的浙江省政府、省人大及省厅级相关部门。

基于信息经济的定义和对政策文本主题的总结，本文将政策目标分为发展信息技术、传统产业量化融合、打造电子商务中心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4个方面。根据以往研究文献，本文借鉴了仲为国等17]补著录文献。如果是图书类型的文献，在这里补注此处引用内容所在文献中的页码对政策工具的分类方式，并结合了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自身的特点，将政策工具分为人力资源、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法规管制、行政支持、公共服务和技术支持这七大类；在政策主体方面，本文借鉴了杜伟锦等[24]的分类方式，将政策主体分为一级机构和二级机构。具体分析维度如表1所示。
表 1  本文研究的分析维度

	类型
	名称
	描述

	政策目标
	发展信息技术
	技术创新，发展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传统产业两化融合
	促进企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产业集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园区创新环境

	
	打造电子商务中心
	加快发展电子商务，实施智能物流工程，创新支付手段，互联网金融相关企业做大做强，等

	
	完善信息基础设施
	光纤长度、互联网使用等

	政策工具
	人力资源
	政府部门根据技术发展以及产业需求建立全面的人才教育培训体系

	
	财政税收
	资金投入、补贴和贷款贴息等，给予企业和个人税收上的减免及优惠，对相关产品实施政府采购

	
	金融政策
	提供融资、风险投资、风险补偿、信贷支持以及奖励等

	
	法规管制
	通过公平交易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监管等规范市场秩序

	
	行政支持
	对信息产业相关活动进行组织、控制与监督等

	
	公共服务
	建设重点实验室、平台、研发中心、孵化器和产业园等

	
	技术支持
	技术引进、技术创新、技术研发、技术支持等

	政策主体
	一级机构
	省级人民代表大会，省委和省人民政府

	
	二级机构
	省级直属机构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文本收集

首先在浙江省信息产业厅、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等几个与浙江省信息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部门网站上对创新政策进行搜索，将检索词设置为“信息化”“两化融合”“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电子商务”“电子信息”“信息基础”“软件”“智慧城市”等，将检索字段的发文时间设置为“2001-01-01”到“2016-12-31”。其次，对检索到的政策文本进行初步整理，去除各网站相同政策文本后，最后搜集整理得）到有效样本70份（以下简称样本政策）。收集到的创新政策文本主要涉及办法、意见、规划等政策类型（如表2），其中：意见类型有21条，占30%；规划类型有14条，占20%。总体来说，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具有很好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表2请作成WORD文档表格形式而非图片形式
                  表 2  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类型分布                 条                  
	类型
	数量

	办法

	11

	标准

	1

	方案

	5

	纲要

	1

	规划

	14


	计划

	2

	条例

	2

	通知

	13


	意见

	21


	


3.2  关键词提取

对样本政策的每一条文本仔细阅读，从每条政策文本中人工提取出关键词，这个过程在导师的指导下由4位研究生共同操作完成。首先将提取的关键词一一进行比对，将不合理的关键词剔除，再将同类关键词合并，合并的原则遵循含义相近或具有相互包含关系，如将“资金投入”“资金支持”等合并为“资金支持”、将“国际交流与合作”“国际合作”统一合并为“国际交流与合作”，最后将筛选出的关键词分阶段按词频进行排序，去除词频为1的关键词，最后得到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关键词表。

3.3  时间段划分

按照时间顺序对搜集到的政策文本进行整理，以涉及国家长远发展的宏观战略政策为根政策，将根政策作为时间段划分的依据[25]。首先，浙江省发改委在2001年颁发《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五”规划》，此时的浙江省信息化发展进程加速；其次，2006年颁布实施的《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一五”规划》表明，浙江省信息化向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加速推进；接着，在2011年又颁布实施了《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二五”规划》，该政策表明此阶段浙江省的经济结构正处于调整期，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以及信息安全成为主要目标。根据以上标志性政策颁布的时间为节点，将样本政策分为3个阶段，即2001—2005年、2006—2010年和2011—2016年。

4  实证研究

4.1  政策主体演进分析

对政策主体演进的研究本文主要是借鉴刘凤朝等[26]对政策主体合作程度的二分法，将合作程度分为合作广度和合作强度。其中，合作广度由度数表示，本文将度数定义为某政策主体联合其他政策主体的个数；政策主体与其他主体联合发文的次数代表政策主体的合作强度。度数越高，说明该政策主体协调能力越强；部门联合发文的次数越多，说明这些政策主体的合作性越强。在对样本政策的各部门联合发文情况统计的基础上，以合作广度为横坐标、以合作强度为纵坐标构建二维矩阵，以此来描述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在各个阶段政策主体的合作情况，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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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改正：1.纵、横坐标标目“合作强度”“合作广度”分别上下、左右居中。2.图中字和数字不应重叠，且其中的单位代号不能用省略号来表示，要标注代号全称。
 图1  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主体的合作广度-强度

第一阶段期间，共有5个政策主体参与了联合颁发政策。就合作广度来看，浙江省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XLZ)的合作广度最高，为？，浙江省财政厅(CZT)、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FGW)以及浙江省信息产业厅(XCT)的合作广度相同，均为2；就合作强度来看，浙江省信息产业厅与浙江省信息化领导小组的合作强度较高，为？，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与浙江省发展计划委员会(FJW)的合作强度较低，均为1。总的来说，该阶段的政策主体间合作较少，合作广度与合作强度都不是太高。

第二阶段期间，与第一阶段相同，共有5个政策主体参与了联合颁发政策。就合作广度而言，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JMW)与浙江省信息产业厅的合作广度较高，均为4，其次是浙江省教育厅(JYT)与浙江省科技厅(KJT)，合作广度为3，合作广度最低的是浙江省财政厅；就合作强度而言，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与浙江省信息产业厅的合作强度相同，均为2，浙江省教育厅与浙江省科技厅的合作强度最低，只有1。较上一阶段来说，此阶段虽然也只有5个政策主体参与了联合颁发政策，但合作广度更高、合作强度并没有明显改变。总体来讲，此阶段与上一阶段情况相似，政策主体间的合作广度与合作强度都不太高。

第三阶段期间，参与合作颁发政策的主体达到27个，较前两个阶段而言有了明显的飞跃。在合作广度方面，浙江省财政厅最高，达到21，其次是省科技厅为18，达到16的有4个政策主体，分别为浙江省地税局(DSJ)、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杭州支行(RMYH)和浙江省商务厅(SWT)。浙江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JXW)与浙江省国土资源厅(GZT)的合作广度达到15，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GSJ)、浙江省知识产权局(ZCJ)和浙江省电子商务领导小组(DSLZ)等政策主体的合作广度较低；在合作强度方面，同样也是浙江省财政厅最高，达到10；其次是浙江省商务厅为7，浙江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达到6，其中保监会浙江监管局（代码？）等14个政策主体的合作强度只有1。

上述3个阶段的浙江省信息产业创新政策主体间合作广度与合作强度的变化，反映了政策主体间合作情况的演化，总的来说，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政策主体的数目都为5个，第三阶段政策主体的数目达到27个，政策主体相互合作的数目明显增加，政策主体的合作地位在这3个阶段也有所变化：首先，在合作广度方面，第一阶段的主要政策主体是浙江省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二阶段合作广度较高的是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和浙江省信息产业厅，第三阶段浙江省财政厅的合作广度最高；其次，在合作强度方面，第一阶段的主要政策主体是浙江省信息产业厅和浙江省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二阶段的主要政策主体是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以及浙江省信息产业厅，第三阶段的主要政策主体是浙江省财政厅。第三阶段的合作强度虽然比前两阶段有明显好转，但是参与合作颁发政策的主体中仍有近一半的合作强度只有1，因此，各个主体的合作强度还需进一步加大。可以看出，每个阶段各主要政策主体的合作广度与合作强度均有所改变，但浙江省信息产业厅、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浙江省财政厅在每个阶段都是重要的核心节点，换句话来讲，上述几个政府部门担任了浙江省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第三阶段中浙江省财政厅的合作广度达到21、合作强度达到10，可以看出在信息产业发展方面浙江省的财政支持力度之大。

4.2  政策目标演进分析

本文将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各个阶段政策目标的关键词词频进行统计，如表3所示。从横向来看，信息技术的目标性关键词词频数和所占比例都只是小幅度上升，并没有明显改变，政策目标处于稳定发展状态；信息基础设施的目标性关键词词频数不断提高，但所占比例在2006—2010年期间有小幅度下降；两化融合方面的目标性关键词所占比例在不断减少，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情况是因为政策目标在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电子商务在前两个阶段的目标性关键词分别只有4个和10个，在第三阶段高达68个，所占比例也快速增长到36.36%。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先后颁布的《浙江省电子商务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浙江省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要大力发展浙江省电子商务，期间不断有关于电子商务发展的方案提出，浙江省也因此成为国内电子商务发展最快，也是最好的省份。

从纵向来看，第一阶段关于两化融合方面的目标性关键词最多，信息技术、信息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方面的目标性关键词所占比例相差不多，与两化融合有很大的差距，其中关于电子商务方面的目标性关键词最少；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大体差不多，两化融合的目标性关键词所占比例仍旧最高为53.45%，信息技术与电子商务方面的目标性关键词所占比例相同，均为17.24%，信息基础设施的目标性关键词在此阶段所占比例最低；第三阶段，与前两阶段不同的是政策目标的重点偏向了电子商务，但是关于电子商务、两化融合、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政策目标相比前两阶段较均衡些，没有出现相差40%之多的现象。总体来讲，浙江省各政府部门对两化融合方面目标的实现较为重视，紧跟其后的是电子商务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目标朝向更均衡的方向发展。

表3  2001—2016年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目标关键词词频统计

	目标领域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6
	全阶段

	
	频数/次
	占比/%
	频数/次
	占比/%
	频数/次
	占比/%
	频数/次
	占比/%

	信息技术
	6
	16.67
	10
	17.24
	36
	19.25
	52
	18.51

	信息基础设施
	5
	13.89
	7
	12.07
	34
	18.18
	46
	16.37

	两化融合
	21
	58.33
	31
	53.45
	49
	26.20
	101
	35.94

	电子商务
	4
	11.11
	10
	17.24
	68
	36.36
	82
	29.18


4.3  政策工具的演进分析

本文将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各个阶段政策工具的关键词词频进行统计，如表4所示。从横向来看，各个政策工具的词频数都在不断增加，但是从所占比例来看，人力资源和技术支持都是先上升后下降，财政税收、行政支持、公共服务所占比例是先下降后上升，而金融政策所占比例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只有法规管制所占比例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到2016年，这几类政策工具所占比例基本都维持在10%～15%之间，除了财政税收政策工具。可见，政策工具的使用更加趋于均衡。

从纵向来看，第一阶段使用财政税收政策工具最多，其次是行政类政策工具，使用人力资源与技术支持类政策工具的数目相同，使用最少为法规管制类政策工具，由于信息经济领域属于新兴领域，该领域的法制法规还不完善，需要根据发展趋势不断完善；第二阶段使用人力资源类政策工具较多，其次是财政税收类政策工具，这两种政策工具的使用比率相差不多，而金融类、行政类和法规管制类政策工具的关键词词频相同，公共服务类政策工具的关键词出现最少；第三阶段中，财政税收类政策工具的关键词最多，紧跟其后的是法规管制类和公共服务类政策工具，金融支持类政策工具的关键词出现最少，只占10.09%，笔者认为可能是由于财政税收政策工具操作简单、成效明显，很多时候只要企业迁入或落入高新区即能享受到该政策工具，而随着信息经济领域的发展成熟，配套的法规管制也愈发完善，浙江省先后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旨在加强该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监管等；公共服务类政策工具的关键词快速增长，说明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开始关注产学研合作，建立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产业园等。
表4  2001—2016年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工具关键词词频统计
	目标领域
	2001—2005
	2006—2010
	2011—2016
	全阶段

	
	频数/次
	占比/%
	频数/次
	占比/%
	频数/次
	占比/%
	频数/次
	占比/%

	人力资源
	5
	12.20
	17
	20.48
	41
	12.17
	63
	13.67

	财政税收
	12
	29.27
	16
	19.28
	73
	21.66
	101
	21.91

	金融政策
	5
	12.20
	10
	12.05
	34
	10.09
	49
	10.63

	行政支持
	8
	19.51
	10
	12.05
	43
	12.76
	61
	13.23

	公共服务
	4
	9.76
	6
	7.23
	48
	14.24
	58
	12.58

	法规管制
	2
	4.88
	10
	12.05
	52
	15.43
	64
	13.88

	技术支持
	5
	12.20
	14
	16.87
	46
	13.65
	65
	14.10


5  浙江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演进原因分析

5.1  政策主体演进的原因

从宏观政策来看，《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五”规划》的颁布标志着浙江省信息经济才刚刚起步，为了贯彻实施具体政策，浙江省在国内最早成立了信息产业厅、经济贸易委员会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因此这3个部门成为第一阶段的主要政策主体；随着2006年颁布实施《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一五”规划》，浙江省信息化向着更广阔的领域加速推进，急需省财政部门的支持，但囿于浙江省还处于前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因此政策主体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2011年在《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十二五”规划》继续推进下，浙江省信息经济的发展已经进入发展的新常态，加之2015 年浙江省政府又颁布了国内第一个信息经济发展规划[27]，标志着浙江将全面步入信息经济发展时代，各个部门也进入了全面合作的时代。

5.2  政策目标演进的原因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国是在工业化和信息化“双封逼近”的背景下，为了向信息产业倾斜，通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再分配实现要素的间接转移来发展信息化的，因此在信息化发展的初期更强调两化融合的政策目标；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浙江省通过不断改革开放促进信息经济与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信息产业逐渐向其他各个领域渗透，物流体系的健全、交易模式的成型等，这些无不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浙江省作为国内中小企业发达地区，专业市场发展一直位居国内前列，全省一半以上的中小企业都拥有自己独立域名的网站，浙江省因此可以依托有形的专业市场发展各具特色的电子商务。

5.3  政策工具演进的原因

2001年浙江省的信息化进程才刚刚开始，基于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认为，为了保护新兴产业在初创期不因国际竞争而夭折，就应该对该产业采取适当保护政策，因此急需政府使用行政类政策工具对浙江省信息领域的发展进行引导，运用财政税收类政策工具进行资金扶持，巩固其发展初期；当进入到快速发展期时，政府逐渐放松对该领域的管制，此时需要市场调节来接手，最需要的就是人才引进，不断吸引国内外优秀的人才是信息经济领域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而随着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主体不断向企业倾斜，政策工具的使用逐渐趋向平衡，发展多元的政策工具，组合推进自主创新。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浙江省2001—2016年间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文本，基于政策演化理论，通过对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分别从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政策工具3个维度分析浙江省信息经济领域创新政策演进的特点，研究发现：联合发文的政策主体在增加，但是发文的数量却有待提高，政策主体间的合作强度不大；各政府部门对两化融合方面的政策目标较为重视，其次是电子商务的发展，而信息基础设施的政策目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各类政策工具的使用都在趋于均衡，金融政策工具所占比例稍有落后。结合上文对创新政策演进的原因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要加强各政策主体间的合作强度。浙江省应该重点围绕浙江省信息产业厅、浙江省信息化领导小组、浙江省经济贸易委员会以及浙江省财政厅这几个核心部门，加强与周边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使得创新政策能与其他政策有效整合，但是同时要注意避免政出多门的现象。

其次，继续巩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笔者认为关于信息基础设施的政策目标处于较低水平的原因是，一方面由于近几年互联网的快速普及，政府放松了对传统产业的发展，比如固定电话的使用；另一方面，由于基础设施研究具有滞后效应和风险效应，浙江省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因此更倾向于市场回应快，能够迅速获利的政策目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良好的信息基础设施能够有效缩短区域之间的数字鸿沟。因此浙江省应该重点扶持孵化器、科技园对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巩固产学研合作，从更长远的角度推动浙江信息经济领域的健康发展。

最后，加大对金融政策工具的使用。随着当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互联网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加深，不断推进建立了网络银行、第三方支付、网络借贷等等。所以，国家应该加大对金融政策工具的使用，为浙江信息经济企业提供融资、风险投资、信贷支持等，鼓励地方政府以专项资金等方式重点支持信息经济相关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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